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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对低生育率难题与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压力， 需要结合代际视角更

加全面地把握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 论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实证分

析了以新农保为代表的父代养老金给付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 研究发现， 父

代获得新农保给付会显著抑制子代生育决策， 且影响效果对农村地区的子代更

为明显。 机制分析表明， 新农保给付挤出了父代的隔代照料参与， 导致父代分

担子代生育成本的作用相对降低， 从而抑制了子代生育决策。 进一步分析还发

现， 父代领取新农保给付对父代所在社区缺乏养老设施的子代以及较高收入的

子代影响更为明显。 论文结论揭示了当前养老社会化与育儿维持家庭化之间的

矛盾， 有助于深入认识养老金对个体生育决策的影响， 为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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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生育率关系到一个经济体的劳动人口数量和经济增长， 对经济社会发展至

关重要。 我国的生育率自严格实施计划生育以来逐渐下降， 且长期维持在较低

水平。 ２０２０ 年， 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 １. ３％①， 已经远低于 ２. １％的更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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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超少子化阶段。 低生育率直接导致人口规模增速放缓， ２０２２ 年末， 我国人

口较上年末减少 ８５ 万人， 自然增长率降至－０. ６０‰， 正式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且这一人口演变趋势将在未来长期持续 （翟振武、 金光照， ２０２３） 。 此外， 人口

增速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将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日益严峻。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底， 我国 ６５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到 １５. ４％， 标志着我国已基本处于中

度老龄化阶段①。 持续的低生育率造成显著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我国未来的少子

老龄化形势将更加严峻 （茅倬彦、 莫华归， ２０２４） 。
大量研究围绕影响个体生育决策的因素展开讨论。 个体层面的女性 “工作－

家庭” 冲突、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与养育成本， 公共政策层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业政策， 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生育文化转型、 宗教信仰等因素均能显著影响

个体生育决策 （张晓倩、 宋健， ２０２４； 曹信邦， ２０２３； 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４； 罗志

华等， ２０２２； 王天宇、 彭晓博， ２０１５； 于萌， ２０２４； 陈友华、 孙永健， ２０２４；
Ｘｉｅ ＆ Ｚｈｏｕ， ２０２２） 。 在老龄化背景下， 父代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逐渐受到关

注。 一方面， 父代能够影响子代的生育预期收益。 父代的生活状态既是子代养

老压力的来源， 也是子代预期自身未来老年生活的窗口， 子代可在与父代互动

的过程中感知生育的养老功能， 判断生育的预期回报。 另一方面， 老年人提供

的隔代照料还能直接影响生育成本。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家文化” 等因素的

影响下， 老年人往往参与子代的育儿实践， 分担一部分幼儿照料责任， 老年人

作为祖辈提供的隔代照料已经成为主要的育儿方式。 已有研究发现， 中国约有

３３. ６％的老人在被调查时表示， 在最近 ６ 个月帮助过子女照看孩子， 儿童的

（外） 祖父母已经成为仅次于儿童母亲的照料提供者 （邹红等， ２０１８） 。
作为主要老年经济保障， 社会养老保险给付容易对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经

济活动以及包括隔代照料在内的一系列行为产生影响， 进而对其年轻子代的生

育决策产生影响。 ２００９ 年启动试点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 “新农

保” ） 显著提升了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福祉和生活质量， 也为考察社会养老保

险给付对子女生育决策的影响提供了观察窗口。 与其他养老保险不同， 新农保

同时具有明显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和个人缴费应对老年风险的双重性质， 其给

付不以退休为条件， 是一笔完全正向的收入激励。 因此， 新农保给付对子代生

育决策的影响可能有别于其他养老保险给付， 然而具体效果与机制尚待实证

检验。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 数据， 实证分析了父代领取新农保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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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和贡献如下： 首先， 不同于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保险参与的影响， 本文重点关注

保险给付的影响， 进一步探讨新农保的生育影响效应。 其次， 不同于多数文献围

绕生育主体即子代进行研究， 本文引入代际视角进行讨论， 关注父代的保险给付

通过家庭内部传递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 并且重点关注父代提供的隔代照料这

一影响渠道。 最后， 文章结合社区养老设施和生育机会成本进一步对影响效果进

行讨论， 结果更为丰富。 文章的结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养老金对个体生育

决策的影响， 为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了政策启示。

二、 文献综述

自 Ｂｅｃｋｅｒ 和 Ｂａｒｒｏ （１９８８） 之后， 诸多研究都讨论了养老保险对家庭生育决策

的影响。 部分研究从宏观层面就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对个体生育的影响进行理论分

析， 并重点讨论了制度模式与制度要素的影响。 其中， 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会显著

影响城镇家庭生育决策， 表现为基金积累制生育率最高， 部分积累制生育率次

之， 现收现付制生育率最低 （曹园等， ２０２１） ； 个人缴费率这一制度要素在理论

上会导致可用于抚育子代的支出减少， 进而对生育率水平产生负向影响 （王博

娟等， ２０２４） 。 部分研究基于生育的养老功能， 从微观层面讨论了个体参加养老

保险对自身生育意愿与生育结果的影响。 在生育意愿方面， 基于养儿防老的生

育动机和子女的经济功能， 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能够冲击传统性别偏好和生育观

念， 减轻个体对养老的后顾之忧， 发挥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 （陈欢、 张跃华，
２０１９； 阮荣平等， ２０２１） ； 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同样能够改变个体养老预期， 抑制

生育意愿 （王国军、 高立飞， ２０２１） 。 在生育结果方面， 已有研究发现， 养老保

险政策推广对家庭生育水平具有负向影响。 Ｄａｎｚｅｒ 和 Ｚｙｓｋａ （ ２０２３） 发现， 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在短期和长期均能抑制女性生育； Ｇｕｏ 等 （ ２０２５） 发现， 在中国，
新农保政策推广会减轻年轻个体对子女养老的依赖， 并明显减弱家庭对男性子

女的偏好， 减少家庭生育次数， 使出生性别比更加均衡。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另一部分文献涉及父代特征与行为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

响。 已有研究指出， 生育存在代际传递， 即父代的生育观念、 生育行为会将其

价值观念与社会经济特征传递至子代， 影响子女的社会化过程， 进而影响其生

育行为 （卿石松， ２０２２； 杨柳青青等， ２０２４） ； 生育的代际传递又与个体的社会

特征相互交织， 使得生育政策能够加剧这种代际联系的复杂性 （吴帆、 陈玲，
２０２２） 。 当前研究围绕父代隔代照料和劳动安排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展开讨

论。 在隔代照料方面， 父代照顾孙辈对子代生育决策的促进作用成为共识。 作

为一种代际间向下的时间转移支付， 隔代照料能够降低子代的生育成本， 显著

增加子代的生育概率， 并且这种作用在公共托育服务尚未完全普及的国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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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浓厚的东亚国家更加明显 （Ａａｓｓｖ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 在我国， 隔代照料能

够促使个体早生、 多生 （余靖雯等， ２０２３ａ） ， 并能有效缩减个体二孩生育的时

间间隔， 促进再生育意愿 （于潇、 韩帅， ２０２２） 。 在劳动安排方面， 延缓父代退

出劳动的延迟退休政策在理论上对子代生育决策具有双向影响。 一方面， 这推迟

了子女的养老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 这也造成隔代照料挤出， 对年轻子女的生育

决策影响并不确定， 但过度延迟退休容易导致年轻一代生育率下降 （严成樑，
２０１８； 郭凯明等， ２０２１）。 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 父代达到退休年龄后 “退而不

休” 会挤出父代用于隔代抚养的时间， 使子代生育率显著降低 （顾和军等，
２０２２）。

由此， 父代获得养老保险给付可能会通过引发父代行为的变化对子代的生

育决策产生影响。 目前， 仅有少量研究综合养老保险与代际行为来讨论生育的

影响因素。 封进等 （２０２０） 分析了父代退休后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给付对子

代生育决策的影响， 发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给付会促进老年人照顾孙辈， 进而

显著降低子代生育成本。 何圆等 （ ２０２３） 发现父代参与商业养老保险能够降低

子代养老成本， 促进子代生育。 不同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新

农保在制度特征、 受益群体等方面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其

给付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 因此， 本文将父代领取新农保给付与子代生育决

策相联系， 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

三、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 制度背景

２００９ 年， 国务院颁布 《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

意见》 （国发 〔２００９〕 ３２ 号） ， 开始试点实施新农保， 政策覆盖未纳入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体系的农村居民。 随后新农保被迅速推广至全国，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 全

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均实现了新农保覆盖。 ２０１４ 年， 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 “居民保” ） ， 其中针对农村居民的

制度设计得以延续。 尽管给付水平有限， 但新农保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障已成为

农村老年人的重要收入补充。 相关数据显示， ２０１０ 年全国新农保养老金领取者

年均待遇为 ７００. ０６ 元①， 相当于农村老年人年均收入的 １４. ７２％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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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收入保障， 新农保具有两大鲜明特征： 其一， 作为

应对老年风险的制度性安排， 新农保旨在平滑生命周期内的消费与储蓄， 具有

自我保障功能。 新农保实行自愿参保的原则， 设置了不同的缴费档次， 年满 １６
岁、 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均可参保， 自愿在个人账户中进行缴

费积累。 其二， 作为公共转移支付， 新农保旨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基本的收入

保障， 具备由公共财政支撑的福利属性 （Ｈｕａｎｇ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２１） 。 新农保的基

础养老金部分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 中央确定的标准为每人每月 ５５ 元， 地方可

在此基础上酌情提高。 制度实施时年满 ６０ 岁且子女已参保新农保的老年人可不

缴费， 直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显示， 免缴费领取者占比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７８. １１％波动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９. ６１％， 但仍然占据主体地位， 不缴费或少

缴费即获得给付的情形较为普遍， 正收益特征明显。
基于以上特征， 新农保具有区别于其他养老保险的特殊性： 其一， 相较于与

退休制度绑定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面向农村居民的新农保不需要以退休为给付

条件， 意味着收入能够得到正向冲击， 同时老年人的闲暇时间不会明显增加； 其

二， 相较于商业养老保险的市场属性和财富储备性质， 新农保在引入自愿缴费实

现自我保障的同时， 以国家财政提供基本收入保障， 具有明显的福利性质。

（二） 研究假设

根据生育的成本－收益比较理论， 理性家庭的生育决策取决于对子女带来的

收益与成本的权衡， 其中收益既包括养育子女的精神满足， 也包括预期子女未

来的经济回报 （袁扬舟， ２０２１） ； 成本则包括由养育开销构成的直接成本以及育

儿耗费的时间、 精力等间接成本。 预期收益降低或成本提高都会抑制家庭生育。
作为一种公共转移支付， 新农保给付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正向收入冲击， 在提

供养老经济保障、 提升老年生活质量的同时， 也改变了子代生育的预期收益和

成本， 进而影响其生育决策。
首先， 在生育收益方面， 新农保给付能够基于父代的行为特征和生活状态，

使年轻子代对老年生活形成直观预期， 进而改变生育的预期收益。 在 “养儿防

老” 的传统观念下， 生育承担着年老后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 “预防性储蓄” 功

能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９） 。 国家主导或提供财政补贴的养老保险提供了额外的养老支

持， 分担了个体部分的养老经济压力， 使个体意识到子女不再是唯一的养老依

赖。 这缓解了个体对老年生活的忧虑， 使生育能够提供的养老回报相对价值降

低， 传统的生育观念和个体的生育意愿均会显著减弱 （阮荣平等， ２０２１） 。 伴随

着生育成本日渐上升和社会养老保险扩面推广， 这种国家福利性质的社会养老

保险对生育的预防性储蓄功能的替代作用愈加明显 （赵静、 钟本章， ２０２４）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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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 父代领取新农保给付还能发挥示范效应， 进一步向子代传递保险推

广对个体生育的抑制作用。 作为正向收入冲击， 新农保给付能够改善老年生活

质量 （李兆辰， ２０２３） ， 并使其感知国家承担了部分养老责任， 进而降低对子代

的经济依赖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 作为同一家庭内的成员， 子代通过与老年父

代相互往来或共同生活感知父代领取养老金后的生活状态变化， 能够更清晰地

预期自身年老时拥有养老金能保障其经济独立性， 进而弱化对子女的预期经济

依赖程度， 生育意愿降低。 综上，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 父代获得新农保给付会对子代生育决策产生抑制作用。
其次， 在生育成本方面， 新农保给付减少了父代提供的隔代照料， 提高了

生育成本， 这是影响子代生育决策的重要渠道。 作为一种代际间向下的时间转

移支付， 隔代照料能使子代减少在育儿上的时间、 精力投入， 转而将更多时间

投入工作以换取收入， 有效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 （许玲丽、 陈云菲， ２０２４） 。 然

而， 对于老年父代而言， 隔代照料构成了一种生活负担， 挤占了老年人原本用

于娱乐、 锻炼身体和就医的闲暇时间， 加快了老年人随年龄增长的健康下降速

度， 对老年人健康具有不利影响 （贺光烨、 王安迪， ２０２４） ， 因而父代具有回避

照料负担的动机 （余靖雯等， ２０２３ｂ） 。 同时， 养老金增强了老年父母的经济独

立性， 在有限资源约束的前提下， 子代往往减少对父代老年人的经济支持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 基于代际交换逻辑， 父代感知家庭养老资源减少后， 为补

偿自身福利， 会倾向于减少隔代照料， 以获得更多闲暇时间、 减轻自身负担、
改善生活质量。 已有文献证实了新农保、 居民保等社会养老保险给付对隔代照

料的挤出作用 （宋佳莹等， ２０２３） 。 综上，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 隔代照料是父代社会养老保险给付影响子代生育决策的重要渠道。
最后， 在影响情境上， 新农保给付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城

乡异质性。 基于参保资格的农村户籍约束， 父代作为农村居民领取新农保给付

的生育影响因子代居住地类型而异。 具体而言， 农村子代与同为农村居民的父

代共享相似的生活环境与养老认知， 在生养观念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相对

较小。 父代领取新农保后， 农村子代能更加直接地观察养老金对提升父代经济

独立性的作用， 更加清晰地感知国家承担的养老责任， 从而强化 “去家庭化养

老” 预期， 降低生育的预防性动机， 作出不生育的决策。 反之， 城市子代往往

受教育程度更高， 普遍具有更现代化的生育观念和更独立的养老观念， 容易与

农村父代在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等方面形成较大差异， 难以通过父代行为形成

对自身养老的直接参照， 因而父代养老金给付对城市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相对

不明显。 此外， 从政策环境看， 生育政策执行的城乡差异性也导致了新农保影

响效果的城乡差异。 在 ２０１４ 年生育政策限制放松前， 城市地区执行严格的一胎

计划生育政策， 农村地区执行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 农村地区具有更高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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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①， 父代领取新农保对子女生育的影响在农村子代群体中作用空间更大。
综上，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 相较于城市地区的子代， 父代获得新农保养老金对农村地区子代的生

育决策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

四、 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研究需要同时匹配较为完整的父代、 子代、 孙子女三代信息， 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以家庭为抽样单位， 同时对家庭内多

代成员进行调查， 涵盖了个人层面的年龄、 婚姻、 收入、 健康、 生育以及育儿

行为等信息， 还涵盖家庭层面的家庭经济情况、 家庭关系等诸多信息， 能够满

足本文的研究需要。 需要说明的是， 考虑到以下因素， 本文选择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数据进行分析： 其一， ２０１４ 年我国开始实施 “单独二孩” 政策， 为了避

免生育政策的改变对结果的影响， 本文排除了 ２０１４ 年以后的数据②。 其二，
２０１０ 年新农保仍然处于试点初期，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排除了 ２０１０ 年

的数据。 其三， 根据前文所述新农保的制度设计， 新农保的非缴费特征在推行

初期更为明显， 因此使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能更好地观察新农保的公共转

移支付性质带来的影响。
在样本筛选方面， 本文剔除了父代参加其他养老保险的样本和父代非农村

户籍的样本。 参考封进等 （ ２０２０） 的做法， 考虑到女性是生育过程和生育责任

的主要承担者， 本文筛选出已婚育龄女性 （２０～４５ 岁） 为样本。 为避免父代年

龄带来的干扰， 本文剔除了父代 ５０ 岁以下及 ８０ 岁以上的样本。 为排除极端数

据带来的干扰， 本文还对其他连续变量进行了前后 １％水平的缩尾。 合并父代、
子代与孙子女信息并剔除缺失值后， 最终获得 ２９４８ 个观测值。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子代生育决策， 参考 Ｅｉｂｉｃｈ 和 Ｓｉｅｄｌｅｒ （ ２０２０） 、 何圆等

（２０２３） 的做法， 采用子代接受调查时最近 １２ 个月是否生育来衡量子代的生育

决策。 ＣＦＰＳ 问卷没有直接询问受访者最近 １２ 个月的生育情况， 本文根据孙子

女出生时间与调查访问时间判断子代最近 １２ 个月是否生育。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

量为父代是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 ＣＦＰＳ 对受访者参与养老保险的类型以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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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０ 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 １. １８１， 其中城市地区为 ０. ８８２， 农村地区为 １. ４３８。 资料

来源：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２０１２） ，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

普查资料》 ， 中国统计出版社。
ＣＦＰＳ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１１ 月开展调查， 调查时距离各地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时间基本小于

１０ 个月。 根据生育所需周期， ２０１４ 年样本的生育结果基本不受生育政策变动的影响。 但考虑

到该数据年代较久， 后文采用了相对较新的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开始领取与险种对应的养老金进行了详细询问。 本文据此针对样本父代构造变

量 “是否领取新农保” 作为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 此外， 本文还对其他可能影

响生育决策的一系列个人特征、 配偶特征、 父代特征与家庭特征四类变量进行

控制。 其中， 个人及配偶特征变量包括年龄、 是否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是否

农业户口、 是否有工作以及自评健康状况，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均纯收入

对数、 兄弟姐妹数量以及已有子女数量， 父代特征变量包括年龄、 是否具有高

中以上学历以及自评健康状况。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 １、 表 ２。 表 １ 展示了参与回归的父代样本的个人

年龄、 学历、 自评健康变量均值。 由表 １ 可知， 四种类型的父代角色受教育水

平整体较低， 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样本不足 ２０％。 相较于尚未领取新农保养

老金的父代， 已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的父代普遍受教育程度及健康水平更低。 这

一方面与两类父代的年龄差距相关， 另一方面也说明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是新

农保的重要受益者， 体现了新农保的财政转移支付特征。 表 ２ 展示了参与回归

的子代个人及其配偶、 家庭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 ２ 可知， 子代平均年龄为

３３. ３３ 岁， 配偶平均年龄为 ３５. ２３ 岁。 １６. ７％ 的子代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７３. ９％的子代自评健康状况良好。 ７４. ９％的子代有工作， 表明女性劳动参与率

已经处于较高水平， 也说明绝大多数女性都面临生育与工作的冲突， 生育面临

显著的机会成本。
表 １　 父代特征的描述统计

未领取新农保养老金 已领取新农保养老金

父亲 母亲 配偶父亲 配偶母亲 父亲 母亲 配偶父亲 配偶母亲

年龄 ５６. ７５８ ５５. ０６４ ６０. ６４３ ５９. ７０２ ６５. ０１９ ６３. ４９４ ６７. １２９ ６６. ９７３

是否具有高中

及以上学历

（是＝ １， 否＝ ０）
２０. ０％ １５. ５％ １４. ９％ １１. ９％ ７. １％ １２. ３％ ８. ７％ １３. ５％

自评健康好

（是＝ １， 否＝ ０）
６６. ２％ ５２. ９％ ５９. ９％ ４７. ５％ ４０. ０％ ４３. １％ ５３. ７％ ４２. ８％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数据。

表 ２　 子代特征的描述统计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最近一年是否生育 （是＝ １， 否＝ ０） ２９４８ ９. ８％ ０ １

个人特征变量

　 年龄 ２９４８ ３３. ３２５ （６. １５１） ２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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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学历是否高中及以上 （是＝ １， 否＝ ０） ２９４８ １６. ７％ ０ １

　 是否农业户口 （是＝ １， 否＝ ０） ２８７８ ８６. ２％ ０ １

　 居住地是否为城镇 （是＝ １， 否＝ ０） ２８１３ ３７. １％ ０ １

　 是否有工作 （是＝ １， 否＝ ０） ２８４９ ７４. ９％ ０ １

　 自评健康好 （是＝ １， 否＝ ０） ２９４８ ７３. ９％ ０ １

配偶特征变量

　 年龄 ２９４８ ３５. ２３０ （６. １８４） １９ ６１

　 学历是否高中及以上 （是＝ １， 否＝ ０） ２９４８ １９. ２％ ０ １

　 是否农业户口 （是＝ １， 否＝ ０） ２８６６ ８５. ６％ ０ １

　 居住地是否为城镇 （是＝ １， 否＝ ０） ２７７４ ３７. ２％ ０ １

　 是否有工作 （是＝ １， 否＝ ０） ２８２０ ９０. ２％ ０ １

　 自评健康好 （是＝ １， 否＝ ０） ２９４３ ８１. ９％ ０ １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 ２７７７ ８. ６０４ （１. １９３） ４. ６１５ １０. ７５１

　 兄弟姐妹数量 ２９４８ ２. ２００ （１. ４５９） ０ ８

　 已有子女数量 ２９４８ １. ６２６ （０. ７７２） ０ ７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数据。

五、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 本文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基准回归。 表 ３ 展示

了父代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均为子代最

近 １ 年是否生育， 回归结果分别反映了子代父母以及子代或其配偶父母的影响

效果。 其中， 列 （１） 、 列 （３） 控制了父代年龄、 父代年龄平方项 ／ １００、 子代

年龄、 子代年龄平方项 ／ １００、 子代户口、 子代受教育程度、 地区固定效应和年

份固定效应。 考虑到并非所有父代都是从 ６０ 岁开始领取新农保， 不同年龄段的

父代领取新农保可能会产生不同影响， 本文还控制了父代是否领取新农保与父

代年龄的交乘项。 列 （２） 、 列 （４） 在列 （１） 、 列 （３） 的基础上控制了更多个

人、 配偶、 家庭以及父代特征， 包括子代是否工作、 子代健康状况、 子代兄弟

姐妹数、 配偶健康状况、 配偶受教育程度、 父代健康状况、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

数以及已有子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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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父代领取新农保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

父母—子代 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子代

被解释变量： 子代最近

１ 年是否生育

（１）
控制子代特征

（２）
控制更多特征

（３）
控制子代特征

（４）
控制更多特征

父代是否领取新农保 －３. ８５６∗∗ －５. ３５７∗∗ －１. ９５８∗ －２. ８９３∗∗

（１. ７８２） （２. ６５６） （１. ０４３） （１. １６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６１ ５０８ ２８０７ ２５９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２４ ０. ２３７ ０. ０５６ ０. １５９

注： 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 ｐ＜０. 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表 ３ 结果表明， 父代领取新农保会显著抑制子代生育决策。 在列 （１） 及加

入更多控制变量的列 （２） 中， 父代领取新农保的估计系数均在 ５％水平显著为

负， 说明了父代领取新农保给付对子代生育决策具有抑制作用。 列 （ ３） 、 列

（４） 增加了考虑配偶父母的影响后， 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的影响仍然至少在 １０％
水平上显著为负。 上述结果说明， 父母或配偶父母领取新农保能够对青年子代

的生育决策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假设 １ 得到初步验证。 这一发现说明， 父代获

得的新农保给付具有 “示范效应” ， 保险政策在弱化生育的预防性储蓄功能的基

础上， 能进一步影响子代对未来养老和子女偏好的预期， 降低其生育预期收益，
进而使子代作出不生育的决策。

（二） 稳健性检验①

１． 工具变量法

本文基准回归中的估计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差。 子女

生育决策和父代获得新农保给付均与过往经历、 社会文化、 心理因素等一系列难

以观测的因素相关， 即可能存在同时影响父代新农保养老金给付获取和子代生育

决策的遗漏变量。 对此，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贾男和马俊龙

（２０１５） 的做法， 本文选择同村 （社区）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的新农保领取率作为本

文的工具变量， 分别使用极大似然法 （ＭＬＥ） 和两步法进行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工具变量估

计。 同村 （社区）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新农保领取率会影响父代老年人自身的新农保

养老金领取， 但不会直接影响其子女的生育决策， 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

性要求。 结果发现， 无论采用极大似然法还是两步法进行工具变量回归， 父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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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均对子代生育决策产生负向影响， 且结果至少在 １０％水平显

著。 上述结果说明， 考虑内生性问题后， 基准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２． 改变衡量是否生育的时间长度

基准回归中被解释变量考察的是受访者调查时往前追溯 １２ 个月是否生育。
考虑到政策预期存在个体差异， 部分个体可能从新农保制度推行更早阶段即作

出生育决策， 本文增加一种度量方式， 用调查前 １８ 个月是否生育来测量子代的

生育决策， 以此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口径。 结果显示， 不论采取何种度量方

式， 父代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仍然显著抑制子代生育决策， 再次说明前文基准回

归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３． 证伪检验

为进一步排除年龄等因素导致的影响偏误， 本文进行了如下证伪检验。 由

于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方可申领新农保养老金， 若父代或其子代参加了新农保， 其

年龄超过 ６０ 岁应显著抑制子代生育决策； 反之， 若父代及其子代均未参保， 则

其年龄是否超过 ６０ 岁不应对子代生育决策有显著影响。 据此， 本文将关键解释

变量替换为 “父代年龄是否大于 ６０ 岁” ， 将样本按照父代及其子代是否参加新

农保进行分组， 并分别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 在参保样本中， 父代年龄超过 ６０
岁会显著抑制子代生育决策； 在未参保样本中， 父代年龄超过 ６０ 岁对子代生育

决策并无显著影响。 结果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４． 更换不同年份的数据

基准回归中使用了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的数据， 稳健性检验采用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２ 年 ＣＦＰＳ 的数据再次进行回归。 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在使用其他年份数

据进行回归后， 父代领取新农保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仍然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

负， 说明父代领取新农保给付的影响并非特定年份数据的巧合。

（三） 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分析， 隔代照料作为一种重要的抚幼方式， 能够缓解子代工作－家
庭冲突， 降低子代生育成本， 而新农保养老金能抑制父代隔代照料， 进而影响

子代生育决策。 为此， 本文研究了新农保养老金领取对父代隔代照料的影响。
ＣＦＰＳ 详细询问了受访者子女白天、 晚上的照料情况， 本文采取家庭中 ０～３ 岁

儿童、 ０～６ 岁儿童白天是否主要由 （外） 祖父母照料来测量隔代照料情况， 若

主要为 （外） 祖父母照料则赋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表 ４ 展示了父代是否提供隔代

照料对父代领取养老金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相较于父代未领取养老金， 父

母或配偶父母中任意一位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均会使父代提供隔代照料的概率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减小。 上述发现说明， 抑制父代参与隔代照料是新农保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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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影响子代生育决策的重要渠道， 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在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

持、 改善老年人生活的同时， 能明显减少父代的隔代照料参与， 使子女的生育

养育成本相对增加， 假设 ２ 得到验证。
表 ４　 父代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父代隔代照料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父代是否参与

隔代照料

（１）
有 ０～３ 岁儿童

（２）
有 ０～６ 岁儿童

父代是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
－０. ２７０∗ －０. １７３∗

（０. １６１）（０. １０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６４８ １２８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４３

注： ∗表示 ｐ＜０. １。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四） 异质性检验

为检验父代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影响子代生育决策的城乡异质性， 本文按照

子代居住区域的不同城乡类型， 将样本划分为农村地区居住组与城镇地区居住

组， 分别估计父代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影响子代生育决策的效果， 结果见表 ５。 结

果发现， 在居于农村的子代中， 父代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其生育决策具有显著

负向影响， 且影响在 １０％水平显著； 而对于城镇地区居住的子代， 父代领取新

农保养老金对其生育决策影响并不显著。 如前所述， 在限定父代为农村居民的

前提下， 子代的城乡差异会导致子女与父代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差异性， 进而使

子代形成不同的制度预期和生育预期收益， 作出不同的生育决策。 同时， 城乡

生育政策限制也有差别， 在生育限制放松前， 农村地区的生育限制相对更加宽

松。 因此， 父代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依据子代居住地区不

同而具有明显的城乡异质性， 假设 ３ 得到证实。
表 ５　 父代领取新农保影响子女生育行为的城乡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子代最近 １ 年是否生育
（１）

农村地区居住子代

（２）
城镇地区居住子代

父代是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
－３. ２０８∗ －１. ５４４
（１. ７６７） （１. ９１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６０９ ９４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２６０ ０. ２０６

注： ∗表示 ｐ＜０. １。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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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进一步分析

（一） 针对父代所在社区养老设施的分析

在子代面临照顾 “一老一小” 双重压力的情况下， 家庭照顾资源难以同时

兼顾老人与儿童 （钟晓慧、 彭铭刚， ２０２２） 。 而老年活动场所、 社区老年活动机

构等养老设施能为老年人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提高其生活质量， 一定程度上

减轻子代的养老压力 （纪竞垚， ２０２０） 。 那么， 新农保给付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

响， 是否会因父代所在社区是否配备养老设施而有所不同？ 对此， 本文将样本

划分为父代所在社区有养老设施和没有养老设施两组分别进行回归， 进一步观

察在不同养老设施条件下父代领取新农保给付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 表 ６ 列

（１） 、 列 （２） 分别展示了在父代所在社区有养老设施和没有养老设施的情况

下， 父代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 结果显示， 所在社区有养

老设施的父代， 其领取养老金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 所在社区没有

养老设施的父代， 其领取养老金会抑制子代生育决策， 且结果在 １０％水平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 向父代支付的新农保养老金会通过所在社区的养老设施转化为

日常照顾或生活支持， 进而减轻子代照顾父代的时间精力负担， 使子女有更多时

间用于生养孩子， 从而有效抵消新农保养老金对子代生育决策的负向影响作用。
表 ６　 针对父代不同养老设施和子代不同生育机会成本的进一步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 子代

最近 １ 年是否生育

（１） （２） （３） （４）
父代所在社区

有养老设施

父代所在社区

没有养老设施
较高收入组子代 较低收入组子代

父代是否领取 －１. ２６１ －２. ９０９∗ －６. ３２０∗ ３. ９３０
新农保养老金 （１. ９９５） （１. ５８５） （３. ８９２） （３. ２９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９７６ １６１８ ４６６ ４２０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２６７ ０. ２３３ ０. ３２１ ０. ２１７

注： ∗表示 ｐ＜０. １。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针对子代生育机会成本的分析

在女性普遍面临生育和工作冲突的背景下， 机会成本与子代生育决策密切

相关。 更高的机会成本意味着个体生育需要以放弃更多收入为代价， 不利于子

代生育。 对此， 本文按照子代收入是否超过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收入组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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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组， 分别估计父代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效果， 结果见

表 ６。 结果发现， 父代领取新农保对子代生育决策的负向影响对于收入水平高于

中位数的子代更为明显。 表 ６ 列 （３） 反映了父代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高收入组

子代生育决策产生负向影响， 且影响在 １０％水平显著； 列 （４） 反映了父代领取

新农保养老金对低收入组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 高

收入子代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变动， 因此拥有更高收入的子代会面临更剧烈的

收入变化， 进而选择不生育。

七、 结论与讨论

应对低生育率难题与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压力， 需要结合社会养老保险给付

与代际视角更加全面地把握影响适龄人群生育决策的因素。 本文利用 ＣＦＰＳ 数

据， 实证分析了以新农保为代表的父代养老保险给付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
研究发现： （１） 父代的新农保养老金给付会显著抑制子代生育决策， 且影响效

果依据子代居住地区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２） 机制分析发现， 新农保

给付会在改善老年人福利状况的同时， 挤出老年父代提供的隔代照料， 不利于

降低子代的生育成本。 （３） 进一步分析发现， 社区养老设施可以减缓子代的养

老负担， 进而部分抵消新农保对子代生育决策的抑制作用； 具有更高生育机会

成本的子代对新农保给付的影响更为敏感， 更倾向于在父代获得新农保给付后

作出不生育的决策。
近年来， 在生育率持续走低、 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 父代养老保险对

个体生育决策影响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 已有研究针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与商

业养老保险进行分析， 发现父代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给付或者参与商业养老

保险， 均能促进子代生育。 相较于这些研究， 本文所关注的新农保具有公共财

政基础上的福利属性， 其给付极大提升了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 是一笔显著的、
额外的、 非劳动相关的收入增加， 因而改变了子代的预期生育收益和成本， 抑

制子代的生育决策。
进一步地， 本文的结论揭示了当前养老逐渐社会化与育儿维持家庭化之间

的矛盾。 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转移支付政策， 新农保显著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的

经济独立性， 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实现了部分养老责任的 “去家庭化” 。
同时， 子代的未来养老保障压力减小， 生育决策更多地回归到情感需求、 个人

发展和家庭规划本身。 这些都反映了社会保障体系在增进老年人福祉、 减轻个

体养老负担方面的作用， 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然而， 在社会化养老机制逐渐完

善的同时， 社会生育支持服务对家庭照护功能的替代作用有限， 家庭的托育负

担沉重， 对隔代照料的需求依然高涨 （贺丹、 史毅， ２０２５） 。 在此情况下， 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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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给付部分消解了隔代照料的育儿模式， 其导致的生育减少反映了社会生育支

持服务的不足， 凸显了养老责任逐渐去家庭化与育儿责任仍然依赖家庭之间的

矛盾冲突。
因此， 政策制定者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现有政策： 第一， 大力推进公共

婴幼儿服务体系建设， 以公共资源投入缓解育儿的家庭依赖。 通过政府主导与

社会合作拓宽供给渠道， 引导社会组织在儿童抚育、 家庭教育指导等方面发挥

作用。 加快完善提供普惠式婴儿照料服务与普惠式公办学前教育， 建设包含养

育、 教育在内的全过程公共婴幼儿服务体系。 补齐农村地区公共托育服务建设

短板， 重点实施农村托育设施 “县—乡—村” 三级覆盖工程， 并对低生育率县

域配套专门的托位建设资金。 第二， 优化社会保险制度设计， 增强生育激励效

能。 将新农保待遇水平与家庭生育养育相关联， 适度增加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

额度， 并将增加额度与青年子代家庭生育水平挂钩， 与老年父代子女数挂钩，
充分补偿多子女家庭早期生育养育的投入。 此外， 有必要为本人及父代均为新

农保参保者的个体设立专门的生育补贴， 以进一步弥合城乡差距， 释放生育潜

力。 第三， 为隔代照料创造良好环境， 充分发挥家庭作用。 一方面， 将托育服

务供给与社区居家养老支持深度融合， 整体化推进照顾 “一老一小” 的解决方

案， 既充分发挥家庭抚育功能， 又有效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 增强政策合力。
另一方面， 弘扬孝道美德与家风传承， 发挥新闻舆论作用， 在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塑造新型孝道文化， 营造团结和谐、 相互支持的代际互惠关系， 形成 “慈孝

并存” 的良好局面。
本文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 其一， 考虑到新农保制度特征和生育政

策背景， 研究主要使用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两个调查年份的数据进行分析，
仅使用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的数据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未来研究可采用更

长跨度的数据考察新农保制度的长期影响和动态变化。 其二， 限于篇幅和数据

的可获得性， 本文仅关注了领取新农保给付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不

同待遇水平和待遇结构带来的影响差异， 深入研究新农保待遇调整对生育决策

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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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ｄ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ｗｅｄｄｉｎｇ ｈａｚ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ｔ ｕｓｅ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ｎｕ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 １）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ｌｏｎ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ｕｄｇｅ ｓｈｏｗ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ａｂｌｅ ａ ｍｏｒ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２）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ｓｏｌｅｌｙ ｏｎ ｍａ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ｓ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ｕｄｇ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ｕｄｇｅ．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ｄｇ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ｕｄ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 ｎｕｄｇｅ ｔｙｐ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ｙ⁃ｄｒ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ｔ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ｄｇ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Ｎ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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